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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郑亦邹《明季遂志录》一段富于诗意的文字，演绎出郑成功焚儒服的情节，流传至今，
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陈碧笙先生通过严谨的史学考证，证明了历史上实无郑成功焚儒
服一事。然而问题还未完全了结，古书之误，盖有所由，思而适之，方才无误书。本文即试图探究
郑成功焚儒服说之所以产生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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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亦邹《明季遂志录·岛上附传》有一段富于诗意的文字，其文如下:
成功虽遇主列爵，实未尝一日与兵柄，意气状貌，犹儒士也。既力谏不从，又痛母死非命，
乃悲歌慷慨，谋起师，携所著儒巾、襕衫，赴文庙焚之，四拜先师，仰天曰:“昔为孺子，今为孤
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谨谢儒服，唯先师昭鉴之。”高揖而去，祃旗纠族，声泪俱并。与所善
陈辉、张进、施琅、施显、陈霸、洪旭等愿从者九十余人，乘二巨舰，断缆行，收兵南澳，得数千人，
文移称“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其明年遥闻永明王即位肇庆，改元永历，成功则奉朔
提师，归自南澳，旧众稍集，年二十四。［1］
这段文字勾勒了民族英雄郑成功到文庙焚烧儒服、誓师起兵的经过。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郑
亦邹没有详细交代。《明季遂志录》撰写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相隔 61年之后，乾隆二十八年
(1763年)完成的《泉州府志》突然补充道:“(郑成功)携所著衣巾焚于南安文庙。”［2］将事发地点定
在了泉州府南安县。故此，郑亦邹这段记载的可信度引起了学界的猜疑。陈碧笙先生为此撰写专
文，分别从(1)郑成功性格威猛刚毅，隆武时期即负有重大的军事使命;(2)聚义起兵符合孔子提倡
的义战精神，郑成功不必拜谢先师;(3)郑成功起兵之时周边并无文庙;(4)参与起兵诸将多与他书
不合;(5)郑成功焚儒服不见于其他重要史料，论证了郑亦邹所载郑成功焚儒服实非信史。［3］但是，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说，还须追问其所以然，这就是本文想要完成的工作。
一
明代“科举必由学校”，官学成为科举考试必经之途。［4］一般情况下，地方士人首先要通过童生
试，取得儒学生员资格之后，才能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明代鼓励进学，对生员数量一般不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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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宣德中定下增广生名额，管理并不严格。［5］因此，有明一代官学积压生员数量之多是非常惊人
的。顾炎武曾粗略地估计“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6］真实的生员数量必定更
加庞大。
由于科举名额有限，并且长期维持不变，真正能够博中通籍的只是极为少数的赢家，大多数生
员不得不长期滞留学府。因此，在庞大的生员队伍中开始出现一类人:他们虽然保留生员学籍，却
丧失了进取仕途的心气，不以读书为正业，考试只是应付了事。但是，放任学业不代表放弃生活，他
们转而将重心向下转移，回归社会。生员身份不仅使他们坐食廪饩，享受各种优惠政策，还可以转
化为图存、图发展的政治资源。处馆、游幕、助讼、经商等成为他们普遍选择的“社会兼职”。此种
生存策略被一些学者称为“衣巾终身”。［7］总之，只要拥有了生员身份，进可图科举，退可保其身，除
了正途考试之外，还有许多人通过捐纳等其他途径图取生员功名。［8］这些人更多的是着眼于保其
身而已。顾炎武尖锐地指出:“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
而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同为生员的顾炎武痛斥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类生员，发
出了“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
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的激越呼声。［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顾炎武就是通过捐纳取得附学生员
资格的，并在明亡前一年再次捐纳成为纳贡生员。［10］
庞杂的生员群体中还有一种异类，他们主动放弃生员功名，从此远离科场，此种行为被称为
“弃学”。［11］在功利化的社会中，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其中，陈继儒(1558—1639)可以说是明代
最出名的弃学生员，也最具典型意义。陈继儒是通过向政府提交辞呈的方式申请弃学的。其文
《告衣巾呈》如下:
例请衣巾，以安愚分事:窃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别;禄养志养，潜见则同。老亲年望七旬，能
甘晚节;而某齿将三十，已厌尘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拈对镜之空花;收拾半
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乃禀命于父母，敢告于师尊，长笑鸡群，永抛蜗角，读书谈道，愿附古人。
复命归根，请从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犹宽。偕我良朋，言迈初服。所虑雄心壮志，或有未堕之
时，故于广众大庭，预绝进取之路。伏乞申转。［12］
公文提交学校，再由学校转提学道，直到获准通过，功名学籍就此从学府除名。［13］另外一位华
亭县生员范濂因为屡试不第，所学不合于当道，也选择“上书学使者，请削博士弟子籍，而服山人
服，自隐佘山平原村”。［14］入清以来，生员上书退学的做法也保留了下来。顺治四年(1647)四月刘
宗周的一位学生向学宪提交了《呈学请削籍词》，并从此改名“陈确”。［15］兹备录其文如下:
呈为恳恩除籍，以全愚劣事。窃某以至愚极陋之质，当衰老多病之年，久忝宫墙，兼靡廪
饩，闻之:食必称其事，斯受之者安;实不愧于名，故持之而久。今某蹇遭病废，手不习制举之
书;幸遇宾兴，足不赴贡科之试。然犹序列附增之上，岁叨钟石之粮，惰慢不恭，贪顽已甚。贪
固当黜，惰亦当褫。兼之迂憨性成，过累山积，真师门之败类，允圣世之废人。乞还野人之衣，
敬让贤者之路。伏惟师台无私秉鉴，以德爱人。盖贤否智愚，原不齐之物性;则栽培倾覆，均至
厚之天恩。恳申学宪，永削儒籍。俾出作入息，相忘帝力之宏;即夏诵春弦，亦咏王仁之浩。庶
衾魂之无愧，尤衰病之所宜，安全实多，感佩何量!［16］
生员食饩学宫，享受权利的同时当然也有应尽的义务，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繁重的课试
了。［17］因此，弃学也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上书申请退学是相对比较稳妥的弃学方式，借此可
以避免官府的责罚。况明祖以来，已定不用之罚，弃学一举，不得不慎重。［18］陈确的呈书保留了更
为原始的史料原貌，其间辞卑意恳，战战兢兢，何来一丝一毫的骄矜呢!在高风亮节的弃学背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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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免需要顾虑比较现实的利害关系。
可是《明史》在追述陈继儒弃学的事实时，却说“(陈继儒)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似乎
陈继儒是采取了一种激烈的行为方式来宣示绝意仕途的决心。［19］更早的《启祯野乘》(1644 年)更
夸张地描述:“(陈继儒)年二十八，裂其冠，投呈郡长”。［20］当着长官的面毁弃衣冠，这简直猖狂得
不讲情理了。只有《华亭县志》(1793年)的记载相对最贴近事实，其云:“(陈继儒)年甫二十九，即
告退衣巾。亲亡，卜居东佘山，杜门著述，倾动朝野。”［21］
这些混乱的记载可能会令人不知所措，陈继儒温和清雅的“例请衣巾”，为何会演变为亢烈的
焚弃儒服和当面裂冠呢?陈继儒曾经在文集中自述:“余自弱岁焚冠，筑婉娈草堂于二陆遗址”，这
就是《明史》“取儒衣冠焚弃之”的来源了。［22］
陈继儒还曾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笔调，自撰了一篇墓志铭《陈空青先生墓志铭》，这也
是晚明的时髦风气。其文有:“(陈空青先生)二十八，裂其冠，投檄郡长，一郡之人若惊。郡长勉留
数四，不能夺，退而结茅小昆山之阳。”［23］这是《启祯野乘》的取材来源，而将“裂其冠，投檄郡长”解
读为“裂其冠，投呈郡长”，终于遗漏了中间投檄退学的环节，进一步夸大了本来就不切实际的文学
性语言。
历史学者从文人别集搜集材料时，应该别具甄采的眼光，否则很可能产生谬误。古代文学讲究
修辞，或者用夸饰的语言制造夺人耳目的文学效果，或者使用凝练的隐喻，避免事实的平铺直叙。
对此若不甚了解，相沿以往，或恐认指为月，混淆视听。在自述弃学经历时，陈继儒还曾经使用“裂
青衿”“掷青衫”等不同表述，其子陈梦莲亦以“谢去青襟”委婉代称。可见，文集中临文变化，往往
不一而足。［24］
陈继儒曾描述好友诸生徐益孙［25］的弃学情景:“后以慈背，寻焚公车，焚繻柩下。”［26］《玉篇·
糸部》:“繻，帛边也。古者过关以符书帛裂而分之，若今券也。”［27］繻，是古代通关的凭证，《广韵》
相俞切，《说文》“需声也”，非“儒生”之“儒”也。这里陈继儒运用了汉代人终军的典故:
初，(终)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
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军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东出关，
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繻生也。”［28］
焚繻是弃繻的临文化用，强化意象突出了徐益孙弃学不复出仕的决心，并非真的把公车和符繻
给烧了。符繻似乎也不是明代的物事，况且符繻由政府颁赐，没有出关，何去领取，焚符繻也是不大
现实的。熊廷弼在表彰某位将领一去不返的决心时，也使用了相同的典故:“定辽左卫武举署指挥
使杨茂都，终军弃繻之志，邓禹杖策之所，家有兵书，人推将种。”［29］尤侗赞扬友人陆灵长少年意气，
也曾用“不让弃繻生，以为著书之业，雕虫小技，壮夫不为”。［30］对古人而言，终军弃繻只是一个比较
常用的典故罢了。
1593年范濂却复述道:“母死，遂绝意进取，捐太学符繻焚之，示不复出，结庐墓侧。”［31］而 1623
年刊行的《云间志略》则记载:“(徐益孙)已而厌弃诸生业，请入赀六馆。无何，母夫人抱病且死，遂
绝意进取之途，捐太学文引，焚之，誓不复应举，因结庐墓侧者三年。”［32］又乾隆《华亭县志》:“母
亡，焚引不应举。”［33］原本别集里头隐喻性质的焚繻，经过范濂转为真实的“太学符繻”，再进入地
方史书转为明人现实的“文引”，这又是一个隐喻意义在史料转述过程中被实指化的典型案例。此
外，似乎还有一种版本将“符繻”讹传为“服繻”，“母死，遂绝意进取。捐太学服繻焚之，示不复出”，
“服繻”又进而被解读为儒服。［34］如果该版本可信的话，又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当然并非所有的历史书写者都会犯错，使用“弃诸生”“弃经生业”“弃举子业”“谢博士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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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表述的例子也很多，这些显然是清楚实际情况的。然而情随事迁，往往有人以假乱真，如上述
可知，记载生员焚弃儒服的部分史料，来源于对文学的误读，而隐喻恰好借此进入历史，将焚弃儒服
形塑为弃学生员的一种象征性动作。总之，与弃学生员相关的材料，其焚衣所指，虚实相间，对待这
些材料，只能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二
如果我们往上追溯，文人别集中焚弃衣冠的说法，古有典则，并不始于明朝，语源最早见于《左
传》:
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
源，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35］
不过，“裂冠毁冕”在这里表示的是“拔本塞源”，冠冕也并非特指儒士的服饰，语源合而语义不
合。真正将丢弃冠服的行为明确作为不出仕解的是《后汉书·隐逸列传》:
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
杨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36］
同书复见: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楯
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
“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37］
又:
王霸，字儒仲，太原广武人也。少有清节。及王莽篡位，弃冠带，绝交宦。［38］
在这里，焚弃衣冠只是宽泛地表明遁世立场。但是到了明代，焚弃衣冠的意义变得具体了，针
对的主要是生员阶层，也多了一层生员弃学的新意。除此之外，明代材料中生员焚弃儒服还有一层
更为现实的涵义。王朝帝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就连服饰都有严格的礼制。不同阶层、不同职
业其服饰都有相应的款式、材质等要求，对于僭越行为有严厉的惩治措施。［39］有明之先，生员服饰
并没有特别硬性的款式要求。为了重振宋元以来衰微的官学，在明初的制度设计中，朱元璋采取了
将学校纳入科举考试轨道的做法。而作为未来管理国家的储备人才、官学的主要成员———生员，其
服饰自然也应制定相应的标准。《昭代典则》云:
(洪武二十四年)冬十月丁巳，赐生员巾服之制。襕衫用玉色绢布为之，宽袖，皂缘，皂绦，
软巾垂带。上以学校为国储材，而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有以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上亲
视，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绰有古风焉。［40］
《三才图会》在明代“儒巾”图下云:
古者士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此今之士冠也，凡举人未第者皆服之。［41］
又“襕衫”条云:
唐志曰:马周以三代布深衣，因于其下著襕及裾，名襕衫，以为上士之服。今举子所衣者即
此。［42］
自此，儒巾、襕衫成为生员的标准服饰，具备了制服的属性，附列于官僚制服等级系统的末端。
儒服在原本宽泛的指称之外，又多了一种非常具体的涵义，特指生员的服饰，后世目之为“真儒者
服也”。［43］当明代实现了儒服同生员身份的绑定关联之后，焚弃儒服也就具备了更为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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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铎》有一段有趣的文字，虽属小说者言，亦有证史之效，可以帮助我们形象地理解儒服的现实意
义。今截其文于下:
时值岁试，学师遣门斗奉宪牌下乡传考。夜过莲桥，投止陈墅，以宪牌置案上，拥被竟卧。
四青衿哗然入座，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忽老者趋近案头，见宪牌，大惊曰:“催命符又至矣!”
众环视之，面色如死灰。一少年笑曰:“我辈生前，缘此碎心裂胆，以至奄然物化;今幸作局外
汉，何忧钜鹿之战，灾及壁上观者哉!”老者曰:“君勿作太平语。冥府近有新例，阳世岁考之
期，下令城隍司搜括鬼秀才，尽赴修文殿岁试。优者受上赏，劣者押入刀山狱，刳剔肠胃。今迫
矣，可奈何!”少年亦色变，再三求计。老者曰:“此原非安乐土。君等欲免此难，且各弃儒巾，
卸儒服，于地狱黑暗处，埋头项五六百年，俾持牒者无可搜捕，或可脱离苦海也!”众皆转惧为
喜，解衣脱帽裹负之，随老者踉跄遁去。［44］
这段话讲述的是鬼秀才见到岁试传考宪牌，害怕到焚弃儒服、逃走远遁的故事，说明穿着儒服
就代表着生员身份，辨识度了然分明。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焚弃儒服表现生员弃学的做法，乃始于
明代。如未获得生员资格，按例是无权穿着“真儒服”的。［45］而开除生员学籍或犯罪，穿着儒服的权
利也会相应地被剥夺。［46］
不过，正因为“真儒服”的官方性质，在正常情况下，很难将焚儒服付诸实践，多数只能停留于
文字层面的臆想。《大明律》虽然没有处罚焚弃儒服的规定，却又补充道:“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
笞四十;(原注: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47］《礼记·王制篇》曰:“(天子)命
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48］可见，私
毁儒服不仅不符合儒家传统道德，甚至可能触犯明朝法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陈继儒等还需要
“告衣巾”“乞还野人之衣”的退学原因。
三
明清鼎革之际，战乱频仍，国家逐渐丧失了对生员的约束力，焚弃儒服便不再停留于矜持的文
学修辞了。1645年 5月 12日，南都不守，这一年大儒刘宗周绝食而死。国难当前，南明朝廷却仍
然处于无休止的内耗当中，江南岌岌可危。同年 3月 31日，刘宗周的学生祝渊，“忽有所不慊于心，
告庙焚其巾衫”。［49］这是一例真实的焚儒服事例。祝渊为此还写诗记录当时的心情:“□□多承宠，
儒冠岂误身。无聊空一掷，此意与谁论。”“青袍色绚。投畀烈焰!”在烧掉官方儒服之后，祝渊戴起
了时髦的葛巾，服山人服，以隐士自居。“葛巾白练，陇首盘桓。庶几乎俯仰之无愧，而造次之必端
也欤!”［50］过后不久，祝渊亦相随乃师于地下。
焚烧儒服的原因，祝渊交代得很清楚。在给子孙的遗嘱中，祝渊对自己曾经中举一事耿耿于
怀:“癸酉之荐，非余志也。殁后不得称孝廉等号，埋石亦不得称某科中式，书旌称:‘明草莽小臣祝
渊柩。’勿违吾言，以贻地下之恨。”［51］焚烧儒服是祝渊捐弃生员身份的自我告白，“焚冠与衫，守正
而逝”。［52］同为蕺山门下的陈确在得知祝渊焚儒服之后，评价道:“余闻而非之曰:‘此失之激。’及
读其《归嘱》《焚巾衫》之卒章，慨然曰:‘嗟乎!开美一生真人品，于此见之。他人不识也，曰开美好
高!’”［53］即便处身倾覆之际，将国家颁赐的儒巾襕衫付诸一炬，也不容易为人所接受。
在这个特殊时期，全国掀起了一股生员弃学的风潮。“自有明既亡，吴中好事者，亦皆弃去巾
服，以隐者自命。当其初，流离患难之中，希风慕义，俨然前代之逸民遗老也。”［54］上面陈确也提到:
“会申酉之难，诸生多引退考。”［55］且不论赶趁潮流的生员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到底，至少弃学远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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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暂时的弃学反映了时代的一般道德标准:“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
已。”［56］弃学生员魏耕也同意:“予虽在草莽，然廪食胶庠，纵不殉国难，亦当潜身遁迹，为世外间
人。”［57］
而伴随着生员弃学的浪潮，史料中开始大量出现焚弃儒服的记载，有些学者将其解读为一种社
会性的动作(social gesture)。［58］事实上，正如我们上面所述，这些记载虚虚实实，有可能实有其事，
也有可能只是一种隐喻。在没有具体考证之前，不宜率尔引为证据。因此，与其说焚弃儒服是一种
社会性的动作，不如说是一个符号化的象征动作。似乎只要是弃学生员，人们都乐于在想象中为其
添加这一动作。
另一方面，朝代更革的特殊语境，又赋予了焚弃儒服一层新鲜的时代内涵。关于阎若璩父亲阎
修龄的弃学叙述，具有典型性，有助于我们了解时人复杂的内心。阎修龄本为淮安府学生，“甲申
以后，弃儒衣冠，与同里张虞山、靳茶坡诸先生为世外交”。［59］张穆曾经见到阎修龄的一组自画像:
余尝见先生画像一卷，为图凡六:初为授书图，画草角童子学书于参议公侧。参议公高冠
伟服，望之肃然生敬。次为游泮图，方巾襕衫，树二金花于首，乘白马，前有彩旗，后张黄盖，此
为前明崇祯乙亥年，先生年十九岁。题者甚多，惟张虞山七言古诗为详。次为焚冠图，聚儒衣
冠而焚之，系渔舫于丛苇中，将行遁也。自题云:“甲乙之交，学业顿废，效殷之箕子而不得，慕
尧之巢父而不能。”别号饮牛叟始此。呜呼!然后知先生前二图之意，皆为此图设也，其志亦
可悲矣。［60］
阎修龄的自画像和题词传达出了一股孤臣遗忠、凄冷寂寞的况味，这是以往歌颂田园牧歌、陈
继儒式的弃学所不具备的全新意义。归庄将处士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
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61］陈继儒可谓之为逸民式的弃学，阎
修龄则为遗民式的弃学。王汎森也敏锐地注意到了甲申前后“焚弃儒服”的变化:“明亡之后，放弃
儒衣儒冠或将它们返还文庙的例子不少，它们也表示了一种决心，不再追求现实的功名，同时还增
添了一层新的意义，即不承认这个新政权，不再与闻新朝政治，在新的朝代里自我边缘化。”［62］
四
郑亦邹描绘的既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慷慨起义的图像，也是一名生员弃学焚衣的形象，两者叠置
重合，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来源。《遂志录》载:成功年“十五，补弟子员，试高等，食饩二十中”。［63］黄
宗羲的说法也证实了郑成功曾经进入南京国子监，并拜钱谦益为师。［64］文中提到的儒巾、襕衫正是
为了强调郑成功的生员出身。而郑成功后半生专志武事，戎马倥偬，儒业必然废去。文中所云“谨
谢儒服，唯先师昭鉴之”，弃学之意诚为明了，亦基本符合事实。最后，《小腆纪年》将郑成功焚儒服
一段系于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癸酉朔日，紧接着隆武帝之死。［65］郑亦邹于此插入国姓焚衣，也有
意对号入座，为郑成功披上遗民生员的色彩，与《遂志录》一书的撰写主旨相合。［66］
正如上文所述，明清之际，焚弃儒服已经发展成为弃学生员的一种超现实的文化象征。从这个
意义上说，郑亦邹为郑成功添加焚儒服的情节，在基本事实错误的大前提下，又是“合理”的，有其
内在逻辑。当文本着眼于郑成功弃学生员的身份定位，“意气状貌，犹儒士也”，不正是应有之义
么?拜辞先师，痛哭焚衣，反映的不正是遗民生员留给世人的普遍印象吗?在历史的真实性之外，
郑成功焚儒服通过文化的合理性，同这一时期其他焚儒服的记载连接起来，共同构筑了鼎革之际弃
学生员的历史形象。而正是因为这不合理背后存在的普遍性，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共鸣，郑成功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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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服之说才会受到后世的广泛认同。
当我们遵循文本内在的相关性，再次进入郑亦邹的诗意世界，原本一些难以索解的语句，也可
得到“感同身受”的妥帖解读。以往学者将“孺子”解读为郑芝龙之子，取其“童子”之义，然而亦邹
文中云“(成功)年二十四”，则成功早已成年，此说不确。查汉末高士徐稚有令名，朝廷曾多次征
召，皆不就。因徐稚字孺子，后世常以“孺子”代指不出仕的处士。郑亦邹以郑成功为“孺子”，呼应
前文“成功虽遇主列爵，实未尝一日与兵柄，意气状貌，犹儒士也”，在这里强调的还是郑成功未通
仕籍的生员身份。
成功焚儒服之后，紧接着“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的戏剧性念词，从整体上
看，这样的叙事结构，又不禁让人想起陈继儒“住世出世，喧静各别;禄养志养，潜见则同”的呈文。
两者不管在形式上，还是词义上，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陈继儒的呈文其实是一段互文，可以重新
排列为:“住世禄养，出世志养;喧静潜见，异中有同。”再比较郑亦邹这段话，其内在联系就更加明
朗了。钱谦益曾论陈继儒的受欢迎程度道:
而仲醇(陈继儒)又能延招吴越间穷儒老朽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
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款启寡闻者，争购为枕中之秘。于是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
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籹市盐豉者，胥被以
眉公之名，无得免焉。［67］
陈继儒名满天下，司一代文柄，其文为亦邹所参用，实属平常。现在我们可以为“昔为孺子，今
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给出郑亦邹式的诠释:隆武帝在位时郑成功不出仕、不掌兵权，甘心
为孺子。如今隆武帝殁后，郑成功反而弃学焚衣，起兵抗战，一向一背，各有它的原因，都是合乎道
的。前者是因为不慕荣利，后者是因为报国忘死。
总而言之，郑成功焚儒服说于史乖剌，不足为凭，然其说所来又渊源有自，遵循的是另外一种不
同的历史逻辑。
注释:
［1］［63］郑亦邹:《郑成功传》，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一辑第三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22－23页，第 16页。
［2］郑亦邹:《郑成功传》，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 8页;怀荫布:《乾隆泉州府志》卷四十，上海书店出版
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二十三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10月，第 297页。
［3］陈碧笙:《郑成功焚儒服说质疑》，《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 1期。
［4］《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六册，第 1675页。
［5］参看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 55页。
［6］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一《生员论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月，第 21页。
［7］［13］陈宝良:《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及其山人化》，《史学集刊》2000年第 2期。
［8］［10］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4月，第 44－45页。
［9］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月，第 22页。
［11］与弃学相近的说法还有辍学、退学等，二者的产生相对比较晚近。辍学含有学习条件不足，不得已放弃的意
义;而退学含义比较具体，一般要通过一定官方程序。比较之下，弃学含义比较广，泛指多数放弃学习的行
为，出现亦较古，因此，本文概以弃学指称古代主动放弃生员资格的行为。
［12］王应奎:《柳南续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0月，第 183 页。关于退学呈文，在陈继儒的儿子陈梦莲撰写
的年谱中也有保存，基本一致，只是相对比较简短，今亦录其文如下:“府君二十九岁，谢去青襟。郡侯喻公及
诸荐绅再四慰勉，不能夺。即文宗亦咄嗟为异事。具呈有云:‘住世出世，喧静各别;禄养色养，潜见则同。老
父年望七旬，能甘晚节;而某齿将三十，已厌尘棼。揣摩一世，真如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
既禀命于父母，敢言告于师尊。尝笑鸡群，永抛蜗角，读书谈道，愿附古人。’”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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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何三畏:《云间志略》，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第 427页，第 432页。
［15］上书退学的生员似乎有改换名字的习惯，上引范濂，字叔子，别号养庵，原名范廷启，唤作“范濂”是“既谢诸
生后所更名也”。参看范濂:《云间据目抄》，《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三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 8
月，第 100页。
［16］［49］［52］［53］［55］陈确:《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4月，第 368页，第 278页，第 278页，第 278页，
第 295页。
［17］请参看陈宝良:《生员的考取与课试》，《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4
月。
［18］《明史·隐逸传》载:“明太祖兴礼儒士，聘文学，搜求岩穴，侧席幽人，后置不为君用之罚，然韬迹自远者亦不
乏人。迨中叶承平，声教沦浃，巍科显爵，顿天网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其抱瓌材，蕴
积学，槁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明初定下不用之罚，表现出相当的强制性质，针对的是隐者自肥
的国初形势。明中叶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巨大的利益诱惑下，隐遁之士变得异常鲜少，最初的
强制性质也逐渐被遮蔽。参见《明史》卷二百九十八，《隐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标点本，第二十五
册，第 7623页。
［19］《明史》卷二百九十八，《隐逸·陈继儒》，第二十五册，第 7631页。
［20］邹漪:《启祯野乘》，台湾:明文书局，1936年 12月，第 516页。
［21］［33］冯鼎高:《乾隆华亭县志》卷十四，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府县旧志
丛书·松江县卷》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10月，第 685页。
［22］陈继儒:《陈眉公全集》，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 5月，《自序》。
［23］陈继儒:《陈眉公全集》，第 225页。
［24］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第 463页。弃学的不同说法复见于陈继儒诗文，如《祭相国王荆石》:“丙戌，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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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Hypothesis That Zheng Chenggong
Burns His Confucian Clothes
Yang Weizhong
Abstract:A poetic text from Ming Ji Sui Zhi Lu，written by Zheng Yizou，deduces the plot that Zheng Chenggong
burnt his Confucian clothes，which has been passed down to this day and become a history story that later generations relish．
Chen Bisheng，through rigorous historical research，has proved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burning robes by Zheng
Chenggong． However，just as Gu Guangyin said:all errors of ancient books have their reasons，only find them out can we
feel enlightened and then solve the problem radically． This paper aims to inquire into the cultural origin of this
misstatement，and try to figure it out．
Key Words:Zheng Chenggong，Chen Jiru，burn Confucian clothes，Shengyuan，quit school，adherents of former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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